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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用即知」—技術準備指數、	
媒介關注與風險收益感知對公眾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術態度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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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定向－刺激－定向－反應」模型作為理論框架，深入

探究公眾的技術準備指數如何透過媒介關注度、風險與益處感知影響

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態度。研究引入技術準備指數作為前定向

變數，涵蓋技術樂觀主義、技術創新性、技術不適感與技術不安全感

四個維度，反映公眾面對新技術的積極性與疑慮。研究採用問卷調查

法收集樣本，對1,061名受訪者的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公眾的技術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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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和技術創新性越高，越傾向於關注媒體中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術的正面內容；相反，技術不安全感則會導致人們更多地關注負面內

容。然而，公眾的技術不適感與他們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或消

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無顯著相關關係。此外，對媒體中正面報導的關

注增強了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益處感知，進而促使他們支持

技術的發展；而對負面內容的關注則增強了人們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術的風險感知，從而促使他們對其監管的支持。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技術準備指數、O-S-O-R模型、公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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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the Orientation-Stimulus-Orientation-Response (O-S-

O-R) model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in depth how the 

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 (TRI) influence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rough media attention as well as perceptions of 

risks and benefits. The TRI, introduced as the antecedent orientation variable, 

encompasses four dimensions—technological optimism,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technology discomfort, and technology insecurity—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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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reflect the public’s enthusiasm for and concerns about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1,061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echnological optimism and innovativeness positively influenced individuals to 

pay attention to positive media narratives about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while 

insecurity led them to focus on negative aspect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discomfor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narratives about this technology. Attention to positive 

media content enhanced perceived benefits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driving 

support for its development, while attention to negative content increased 

perceived risks, prompting support for regul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index, O-S-O-R model, public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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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generative  

AI）技術正經歷著從「爆發式增長」到「廣泛普及」的轉變，其影響力快

速擴展，日益深刻地融入公眾的日常生活。作為深度學習技術驅動的

大語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不僅能夠類比人類的創造性思維，

還具備自主生成具有邏輯性和連貫性的語言文本、圖像、音訊、視頻

等內容的能力（王建磊、曹卉萌，2023）。鑒於其在技術創新與應用前

景上的顯著優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被視為極具增長潛力的新興科

技。據預測，到2030年，其全球市場份額將達到2,070億美元（Statista, 

2024）。

然而，「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儘管全球各國競相推動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但以ChatGPT為代表的技術工具的出現也引發

了諸多問題，比如社會不平等的加劇（Agathokleous et al., 2023）、公眾

隱私數據的洩露（朱孟垚、李興華，2023）、假新聞的泛濫（Pavlik, 

2023）等，這些問題導致公眾對這一新興技術的態度複雜（Wang et al., 

2023）。公眾一方面認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提升效率等方面的巨大

潛力，另一方面也擔憂其帶來的安全、隱私與倫理挑戰（Jeong & Sung, 

2025）。因此，如何在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持續發展與廣泛應用的

同時有效防範潛在風險，確保該技術朝著有益於人類福祉的方向穩健

前行，已成為當前全球面臨的重要議題。鑒於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

處於技術發展與治理政策同步加速的窗口期，而公眾認知主要依賴於

媒體的資訊輸入，若缺乏對其媒介路徑與態度機制的及時把握，將可

能導致政策回應失焦、傳播策略錯位，因而亟需通過實證研究釐清傳

播邏輯，以為風險溝通與技術治理提供理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對新興技術，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認知

與態度的形成，往往並非基於個人的直接使用經驗。以美國皮尤研究中

心的調查數據為例，儘管僅有23%的受訪公眾聲稱直接使用過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但高達58%的美國成年人卻自認為了解該技術

（Park & Gelles-Watnick, 2023）。在中國，這種沒有使用經驗，但已經建

立起認知和態度的現象也同樣顯著。已有研究表明，中國公眾對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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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認知和態度主要依賴社交媒體、新聞應用程式等線上管道（Cui & 

Wu, 2021）。根據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數據（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
2024：21），截至2024年6月，中國使用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的用戶

規模為2.3億人，僅佔線民總數的21.1%。但中國公眾對人工智能的信

任度高達72%，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準（Fried, 2025）。此外，中國社交

平台的資訊傳播對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認知和態度起到了關鍵

作用。已有基於大規模微博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在社交平台上廣泛傳

播的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話題、用戶互動和意見表達，已經成為

公眾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認知的重要來源，且中國的社會公眾對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呈現出明顯的技術樂觀傾向（孟天廣等，2024）。這

表明在尚未使用技術前，公眾已經可以通過短視頻、新聞客戶端與社交

平台等「二手媒介資訊」建立起對新技術的認知與態度。這一現象引出

了研究問題：在缺乏直接經驗的情況下，公眾是如何構建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的立場並作出決策的。儘管已有研究評估了公眾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的看法，但這些研究主要側重於媒體報導的描述性分析（Roe 

& Perkins, 2023）、社交媒體討論的情感分析（Lian et al., 2024）或公眾對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感知有用性（Bao et al., 2022），鮮有研究深入探

討影響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態度背後的心理傾向、媒介路徑與

感知機制。因此，本研究擬填補這一研究空白。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以定向–刺激–定向–反應模型（Orientation 

Stimulus-Orientation-Response, O-S-O-R）（Markus & Zajonc, 1985）為理

論框架，探討公眾的技術準備傾向如何通過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

媒介關注以及風險和收益感知的中介作用，最終影響他們對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的態度。本研究期望通過這一探討，預見公眾對監管政策

的潛在反應，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現實建議，並據此設計出更符合公眾

期望、易於被接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監管政策。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公眾對新興科學技術的態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有研究表明，

在尖端科技興起之際，由於公眾對這些技術的直接經驗有限，媒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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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啟發式角色（Nisbet & Lewenstein, 2002）。以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例，該技術資訊的獲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

體，當中尤以新媒體（如社交媒體等）成為公眾獲取相關資訊的主要途

徑（Lian et al., 2024）。然而，儘管媒介關注對公眾的態度有一定的影

響，僅憑媒體接觸並不足以直接左右公眾對新技術的態度（Morton & 

Duck, 2009）。因此，當前研究日趨聚焦於媒體對公眾態度的間接作用

（Brossard & Nisbet, 2007）。

然而，個體對新興科技的態度並非僅由媒介因素決定。研究發

現，個體的既有特質，如對新技術的總體態度等和個人特徵也會深刻

影響其對新技術形成觀點的過程（Feindt & Poortvliet, 2020; Ho et al., 

2013）。O-S-O-R模型也強調公眾固有的個人特質會影響他們對媒體內

容的接受。因此，在考察媒體對意見形成的影響時，考慮對技術的一

般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個人對新技術總體上準備到甚麼程度可以影響

他們了解和採用新興技術的意願（Han et al., 2013），這與O-S-O-R模型

的理論觀點相吻合，該模型強調個體特質在接收媒體內容時的關鍵作

用。基於此，O-S-O-R模型為理解媒體如何塑造個體對新興科技議題的

態度提供了理論基礎。本研究以該模型為框架，旨在深入探討公眾對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態度形成機制。

O-S-O-R模型

O-S-O-R模型作為傳播與心理學領域關注媒體間接效應的經典模型

之一，最初由Markus和Zajonc在1985年提出（Markus & Zajonc, 1985）。 

在O-S-O-R框架中，「取向1」（O1）反映了影響資訊接受情境的結構、

文化、認知和動機特徵；「刺激物」（S）代表媒體傳遞的資訊；「取向2」

（O2）揭示了媒體接觸後的受眾取向與反應；而「反應」（R）則關聯著隨

後的行為結果（Mcleod et al., 2002, pp. 238–239）。以往對O-S-O-R模型

的研究顯示，個人的內在心理特徵對其選擇接觸的媒體內容有顯著影

響，這揭示了心理機制與媒體效應之間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Goh & 

Ho, 2023）。據此，在評估媒體對塑造公眾態度的作用時，必須將個體

對技術的普遍態度納入考慮。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個人對新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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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程度對其學習新技術的積極性和新技術的採納意願具有重要影響

（Han et al., 2013）。這一發現與Rogers（1995）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相吻

合，即那些對技術持積極態度的個體，更可能成為技術傳播的先行

者，進而推動技術在社會中的普及。因此，本研究將O-S-O-R模型應

用於新技術採納領域，將技術準備指數（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 

TRI）（Parasuraman, 2000）—技術樂觀主義、技術創新性、技術不適

感和技術不安全感納入該模型中，旨在探討公眾的技術準備程度如何

影響其關注媒體上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積極或消極資訊，以及

這種選擇性的關注如何進一步塑造他們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風險與

益處的不同感知，從而最終決定他們對該技術發展與監管的支持態

度。技術準備指數的四個維度作為衡量個體在面對新興技術時的積極

性與疑慮，能夠映射O1定向層次中所包含的認知、動機與態度取向，

因而成為O-S-O-R模型中前定向變數的重要來源。

技術準備指數與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消極影響
的媒介關注

技術準備指數被界定為個體在家庭及工作環境中接納並運用新技

術以達成目標的傾向，該指數能夠有效衡量個體對新技術使用的偏好

（Parasuraman, 2000, p. 308）。作為一個穩定的個體特徵，個人的技術準

備程度在短期內保持穩定（Parasuraman & Colby, 2015）。實際上，技術

準備指數已被廣泛認為是影響個體對新技術，如移動支付（Wiese & 

Humbani, 2020）、社交機器人（Mende et al., 2019）以及雲計算技術

（Amron et al., 2022）等採用意願的關鍵因素之一。

具體而言，技術準備指數涵蓋四個核心維度：技術樂觀主義，反

映對技術的積極態度，以及對技術能提升生活控制力、靈活性和效率

的信仰；技術創新性，體現為技術引領者和思想先鋒的傾向；技術不

適感，源自對技術控制感的缺失及其帶來的壓迫感；技術不安全感，

則是對技術的不信任，源於對其功能性的質疑及潛在危害的擔憂

（Parasuraman & Colby, 201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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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研究已經揭示了公眾的技術準備指數與高新技術採納率之

間的正相關關係（Lin & Chang, 2011）。同時，技術準備指數不僅直接

影響技術的接受行為，還與公眾在接觸特定媒體資訊時的選擇性偏好

顯著相關。例如，一項關於青少年對移動廣告接受度的研究發現，技

術準備水準較高的青少年更傾向於觀看移動廣告，而技術準備水準較

低的青少年則表現出較低的觀看意願（Ashari Nasution et al., 2021）。這

表明技術準備指數是影響媒體內容選擇偏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關於O-S-O-R模型中的先驗取向與刺激（O1-S）之間的關係，已有

研究發現公眾對科技的態度與其媒體使用行為之間的顯著相關性

（Megtag, 2020）。此外，學者Rayburn和Palmgreen（1984）在使用與滿

足理論的研究中，也進一步印證了這種相關性。他們提出，受眾會基

於個人興趣、價值觀及生活方式，有針對性地選擇媒體內容，這為理

解先驗取向如何影響個體對媒介內容的選擇提供了合理的解釋機制

（Rayburn & Palmgreen, 1984）。Bardin等人（2017）的實證研究也揭示了

個體對轉基因生物的既有態度會影響他們對媒體中相關報導的選擇性

接觸，那些對轉基因生物持消極態度的人，更傾向於接觸媒體中支持

轉基因生物存在危險的資訊。基於此，本研究認為技術準備指數的四

個維度將影響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相關媒體內容的選擇性關注。

I. 技術樂觀主義

技術樂觀主義指個體對技術持有的積極看法，並深信技術能為生

活賦予更多掌控力、靈活性與效率的一種態度（Parasuraman & Colby, 

2015, p. 2）。具體而言，技術樂觀主義水準較高的個體在技術採納過程

中常被視作技術引領者，而那些技術樂觀主義程度較低的個體則被視

為技術懷疑論者或技術採納落後者（Parasuraman & Colby, 2001）。積極

資訊偏向（positivity bias）研究表明，樂觀個體在資訊加工中更容易關

注正面內容並賦予其更高可信度，這種心理機制會進一步引導其主動

尋求正面報導、迴避或弱化負面資訊的影響（Sharot, 2011）。在技術採

納語境中，樂觀主義者更頻繁地接觸和分享與新技術相關的積極新聞

（Knobloch-Westerwick & Meng, 2009）。據此，本研究認為技術樂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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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程度高的公眾將更偏好關注描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正面

影響的資訊，反之亦然。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1： 公眾的技術樂觀主義程度與他們（a）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

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正相關關係，但與（b）對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負相關關係。

II. 技術創新性

技術創新性，即個體或組織傾向於成為技術領域的先行者和思想

引領者的特性（Parasuraman, 2000, p. 311）。具備高技術創新性的人往

往在新技術擴散的早期階段扮演意見領袖角色（Rogers, 1995），他們 

不僅對新技術保持高度好奇，也傾向於主動尋找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機

遇（Hirschman, 1980）。高技術創新性個體普遍對新技術持積極立場

（Parasuraman & Colby, 2015），因此更可能主動關注強調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優勢與潛力的媒體內容，而迴避過多聚焦風險與負面效應的報

導，以避免削弱其積極預期和技術採納意願。此外，從動機性推理的

角度來看（Kunda, 1990），高技術創新性個體在評估技術相關資訊時，

會不自覺地以維護技術積極形象為導向，對風險資訊的處理呈現迴避

或貶低的傾向。這一機制意味著，他們對正面報導的媒介關注度會顯

著高於負面報導，從而強化了技術採納的態度與行為傾向。據此，我

們提出以下假設：

H2： 公眾的技術創新性水準與他們（a）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

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正相關關係，但與（b）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負相關關係。

III. 技術不適感

技術不適感，即個體對於技術所產生的一種無力掌控以及被技術

所壓制或束縛的主觀感受（Parasuraman, 2000, p. 311）。在新技術推廣

與採納的語境下，公眾的技術不適感會顯著影響其行為回應與決策制

定。具體而言，個體的技術不適感越強烈，其採納新技術的意願越

低。這表明，技術不適感反映了個人對技術的負面認知與評價。依據

選擇性接觸理論，個體會主動尋求那些能夠印證其既有觀念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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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迴避或抵制與之相悖的資訊。相較於中立資訊或對立資訊，個體更樂

於接收與其偏好相一致的資訊（Berelson & Steiner, 1964）。在此理論框

架下，不適感可被視為個體對技術的一種負面感知。簡而言之，當個體

處於高水準的技術不適感狀態時，他們更可能聚焦於技術的潛在風險，

從而進一步固化其負面態度；相反，低水準的不適感則會使個體更多地

看到技術的積極面，即其帶來的收益，進而強化積極態度。進一步地，

根據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Rogers, 1983），當個體

感知到威脅時，會透過強化風險知覺與防禦性注意來維護自我安全。這

意味著，高不適感者不僅僅是迴避積極資訊，更可能主動搜尋並放大負

面內容，以此作為心理防禦與風險防控的策略。相反，低不適感者則更

傾向於接觸積極報導，基於上述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3： 公眾的技術不適感水準與他們（a）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

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負相關關係，但與（b）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正相關關係。

IV. 技術不安全感

技術不安全感指的是個體對技術安全性及其潛在負面影響的顧

慮，這包括對技術過度依賴、技術導致的注意力分散、社交互動減

少、可能的資訊洩露風險以及技術濫用等諸多方面的擔憂（Parasuraman 

& Colby, 2015, p. 2）。根據認知失調理論的觀點，當個體遇到與其既有

價值觀和信念相悖的資訊時，會引發心理上的不適感，這種狀態被稱

作失調。在失調狀態下，個體會傾向於規避那些可能加劇失調的情境

和資訊（Festinger, 1957）。例如，有研究顯示吸煙者會傾向於迴避那些

宣稱吸煙有害的公共服務廣告，以減少自身的認知失調（McMaster & 

Lee, 1991）。類似地，當技術不安全感較高的公眾接觸到關於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的積極資訊時，他們可能會體驗到失調感，因為這類技術

的正面和前瞻性描述與他們內心深處對技術安全性的質疑存在衝突。

因此，這部分人群可能更傾向於關注那些強調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潛

在負面影響的內容；相反，技術不安全感較低的公眾則更容易被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正面資訊所吸引。進一步地，技術不安全感較高的

公眾會具有較高的風險感知水準，風險資訊尋求與處理模型強調，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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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風險感知水準會直接驅動個體主動接觸相關的威脅資訊（Fung et 

al., 2025; Griffin et al., 2004），具體而言，當技術不安全感觸發了較高

的威脅感知時，公眾會主動搜尋、選擇和加工與技術潛在風險相關的

媒體內容，以期降低不確定性並獲取認知控制感。基於以上分析，我

們提出以下假設：

H4： 公眾的技術不安全感水準與他們（a）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

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負相關關係，與（b）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呈正相關關係。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選擇性關注與公眾對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術益處／風險感知

在過往針對O-S-O-R模型的研究中，第二個O即後定向通常被定

義為公眾在受到媒體刺激後所產生的反應，這些反應的範圍廣泛，從

「短期的生理反應」延伸至「更持久的複雜行為」（McLeod et al., 2002, p. 

239）。具體涵蓋公眾對媒體內容的思考（Eveland et al., 2005）、對特定

行為的態度（Paek, 2008）以及對潛在風險和利益的評估（Brossard & 

Nisbet, 2007）等。在此過程中，公眾對媒介的選擇性關注，作為媒體刺

激的關鍵環節，凸顯了受眾在資訊處理中的主動性和偏好（Chaffee & 

Schleuder, 1986）。換言之，公眾對媒介內容的選擇性關注能夠顯著影

響其後續的態度變化，乃至行為的改變。

在新技術採納的領域中，鑒於公眾對新技術的了解和經驗相對有

限，媒體中的相關資訊在推動或阻礙技術採納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

角色。這一現象可通過框架效應理論來闡釋：公眾對特定媒體內容的

關注能夠顯著塑造其整體認知框架（Fischhoff, 1995）。媒體框架通過簡

化錯綜複雜的議題、突出某些特定方面同時淡化其他細節，從而有效

地引導公眾的注意力分配及其優先關注的領域（Lee et al., 2005）。有關

科學議題風險和益處感知的實證研究也表明，關注強調科學話題積極

影響的媒體內容與公眾對其益處認知的增加有關，而關注負面科學媒

體內容則與對風險的感知提升有關（Ho et al., 2020）。基於上述分析，

本研究認為公眾若傾向於關注報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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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容，則更可能強烈感知到該技術的益處；相反，若傾向於關注其

負面影響的相關報導，則更可能對其潛在風險有更強烈的感知，由此

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5：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與他們（a）

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益處的感知呈正相關關係，但與（b）

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風險的感知呈負相關關係。

H6：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度與（a）他

們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益處的感知呈負相關關係，但與（b）

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風險的感知呈正相關關係。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監管的支持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作為當今的科技前沿，具備極大的潛能以優

化並自動化各類常規任務，此種技術革新不僅能有效推動經濟進步，

提升生產效率，更有望大幅提高公眾的生活品質（Cui & Wu, 2021）。

然而，技術的積極進展亦伴隨著一系列複雜的挑戰，如就業結構的調

整、隱私保護問題，以及原創性保護與抄襲等倫理困境的顯現（Stokel-

Walker, 2022）。以ChatGPT為例，該技術在教育和學術出版等多個領

域已受到限制，這主要源於公眾對於AI輔助作弊和潛在濫用的擔憂

（Van Dis et al., 2023）。鑒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同時存在的風險與益

處，決策者在技術發展的初期階段就需深入了解公眾對於這一新興技

術的看法，這種理解對於構建有效的公眾參與策略，進而促進公眾對

技術發展與監管的支持至關重要。

過往有關新技術接受的研究表明，公眾對於新興技術相對風險和

益處的評估會直接影響他們對新技術的態度。公眾對新技術所帶來的

利益感知，與其對技術發展的支持態度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相反，

對風險的感知則與支持技術發展的態度呈負相關。這種關係在眾多新

技術採納研究中均有所體現，如太空技術（Almond, 1960）、農業生物

技術（Brossard & Shanahan, 2007）以及納米技術（Lee et al., 2005）。因

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背景下，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公眾越是

認同這一技術所帶來的益處，如提高工作績效和改善生活水準，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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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於支援該技術的發展；相反，如果公眾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

的潛在風險較高，那麼他們就更可能支援對該技術實施更嚴格的監管

措施。基於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7：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益處感知與（a）其對推動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支持意願呈正相關關係，但與（b）其

對加強監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意願呈負相關關係。

H8：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風險感知與（a）其對推動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支持意願呈負相關關係，但與（b）其

對加強監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意願呈正相關關係。

基於以上文獻和理論綜述，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圖一所示。

圖一　研究模型圖示

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通過專業調查平台「見數」（https://www.

credamo.com）進行了在線網絡問卷調查。本研究進行的時間為2023年9

月10日至30日，在問卷正式開始前，研究人員設計了一段問卷導語，

向被調查者簡要介紹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概念。同時，問卷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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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預篩題，以確保所有被調查者都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有所耳聞，

但未親身使用過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的工具（如ERNIE Bot、
ChatGPT、Claude、Notion、Midjourney等）。研究共回收問卷1,296份， 

排除選項邏輯矛盾和答題呈現明顯規律性的無效問卷後，共獲得有效問

卷1,061份，有效回收率為81.9%。

在樣本分佈方面，女性佔比52.8%，男性佔比47.2%；年齡分佈在
18歲至6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1.26歲；受教育水準最低為小學教育

水準，最高為博士研究生水準，75.4%的被調查者擁有本科學位或同等

教育水準；被調查者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在13,001元至15,000元之間。

變數測量

I. 技術樂觀主義

本研究對技術樂觀主義的測量借鑒了技術準備指數量表（Parasuraman 

& Colby, 2015, p. 6）。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

同意），詢問被調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新技術有助於提高生活品質」

等四個題項，調查對象對於該測量的回答構成其技術樂觀主義程度 

（M = 5.00, SD = 0.66, Cronbach’s α = .69）。

II. 技術創新性

本研究對技術創新性的測量同樣借鑒了技術準備指數量表

（Parasuraman & Colby, 2015, p. 6）。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

意，7 = 非常同意），詢問被調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我身邊的人會向

我諮詢有關新技術的建議」和「一般來說，當新技術出現時，我是朋友

圈裏最先了解新技術的人之一」等五個題項，調查對象對於該測量的回

答構成其創新性水準（M = 5.60, SD = 1.03, Cronbach’s α = .86）。

III. 技術不適感

本研究對技術不適感的測量改編自學者Parasuraman和Colby（2015, 

p. 6）的研究。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

詢問被調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當我使用高科技產品或服務時，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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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覺得自己被一個比我懂得更多的人利用了」和「有時候，我覺得技

術系統並不是為普通人使用而設計的」等五個題項。被調查者對於該題

組的回答構成其不適感水準（M = 2.71, SD = 1.13, Cronbach’s α = .85）。

IV. 技術不安全感

對技術不安全感的測量也借鑒了學者Parasuraman和Colby（2015,  

p. 6）的研究。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

詢問被調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過多的技術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甚

至是有害而無益的」和「我認為在互聯網上提供個人資訊不安全」等五個

題項。被調查者關於該題組的回答構成其技術不安全感水準（M = 3.55, 

SD = 1.47, Cronbach’s α = .88）。

V.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媒介關注

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的測量借鑒了前人研

究（Liao et al., 2016, p. 59）。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完全沒有關注，
7 = 非常關注），詢問被調查者對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

媒體內容的關注程度，包括「私人社交媒體平台，如微信、QQ等」、

「公共社交媒體平台，如微博、小紅書等」和「社交直播服務平台，如抖

音、快手等」（M = 5.56, SD = 0.97, Cronbach’s α = .74）。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消極影響媒介關注的測量是通過要求受訪者在上述陳述中使

用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體內容替換積極影響的媒體

內容來完成的（M = 4.05, SD = 1.60, Cronbach’s α = .91）。考慮到問卷

篇幅限制及受訪者填答負擔，本研究未進一步細分資訊的具體類型、

來源與品質。

VI.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益處感知

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益處感知的測量改編自前人研究（Cui & 

Wu, 2021, p. 49）。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

意），詢問被調查者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術可以加速科技進步」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讓生活更加便利，

提高生活水準」等五個題項（M = 6.00, SD = 0.68, Cronbach’s α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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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風險感知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風險感知變數的測量採用了五個題項

（Cui & Wu, 2021, p. 49）。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詢問被調查者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包括「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可能造成失業等社會問題」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可能降低

人們的自主性和創造力」等（M = 3.29, SD = 1.59, Cronbach’s α = .95）。

VIII. 公眾對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支持意願

本研究對該變數的測量改編自前人研究（Ho & Chuah, 2021, p. 5）。

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詢問被調查者

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包括「我認為應該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

應用與發展」等三個題項，被調查者關於該題組的回答構成其對推動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支持意願（M = 5.94, SD = 0.78, Cronbach’s α 

= .80）。

IX. 公眾對加強監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意願

本研究對該變數的測量同樣改編自前人研究（Ho & Chuah, 2021,  

p. 5）。在李克特七級量表上（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詢問被

調查者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包括「我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使

用應該受到嚴格的限制」等三個題項，被調查者關於該題組的回答構成

其對加強監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意願（M = 3.45, SD = 1.43, 

Cronbach’s α = .81）。

數據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Mplus 8.4軟體進行SEM分析，在模型估計方面，採用

最大似然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通過驗證性因數分析構

建測量模型，模型擬合度則以卡方值與自由度比值（χ²/df）、近似誤差

均方根（RMSEA）、比較擬合指數（CFI）及非規範擬合指數（TLI）等指

標進行檢驗。在缺失值處理方面，由於本研究採用見數平台進行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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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系統設置為提交前須完整作答，同時在問卷收集完成後我

們又對數據進行了檢查，確保所有有效問卷均為完整樣本。

研究結果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問卷設計與發放過程中採取了嚴格

的控制措施，包括題目反向計分、強調參與者的嚴格匿名性等。此

外，本研究使用SPSS 26.0程式，採用Harman單因數檢驗法分析數據是

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12）。檢驗結果顯示，共析出七

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數，首因數僅解釋了34.48%的總變異，低於40%

的臨界值標準，表明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顯著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描述性統計、模型因數載荷與模型擬合指數

根據附錄的數據結果，測量模型中所有變數所對應題項的因數載

荷量均大於 .54，其中大部分超過 .70，且在p < .001水準上顯著。其中

絕大部分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指標均大於 .50），絕大部分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指標均

大於 .70，顯示此模型具有比較好的信度與收斂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測量模型（χ2
 = 2292.18, df = 734, p < .001, χ2

/df = 3.12, CFI = 

.94, TLI = .93, RMSEA = .045）和結構模型（χ2
 = 3118.29, df = 753, p < 

.001, χ2
/df = 4.14, CFI = .91, TLI = .90, RMSEA = .049）均展現出良好的

擬合優度。研究在Mplus軟件中參考修正指數（MI > 3.84; Hair et al., 

2010）僅對少量同構面題項殘差進行有限調整，未改動結構路徑，以確

保模型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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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檢驗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針對O1-S之間的關係，公眾的技術樂觀主義程度

與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呈顯著正相關關係（β 

= .35, p < .05），與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負面影響的媒介關注無顯

著相關性，因此，研究假設H1a成立，H1b不成立。公眾的技術創新性

程度與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呈顯著正相關

關係（β = .25, p < .001），與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負面影響的媒介關

注也呈顯著正相關關係（β = .19, p < .05）。因此，研究假設H2a成立，
H2b不成立。在技術不適感方面，公眾的技術不適感與其對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和消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均不存在顯著

相關關係，研究假設H3a和H3b均不成立。技術不安全感與公眾對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呈負相關關係（β = –.60, p < 

.001），與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負面影響的媒介關注呈正相關關係 

（β = .49, p < .001），由此研究假設H4a和H4b得證。

針對S-O2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

積極影響的媒介關注與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益處感知之間存

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β = .63, p < .001），與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術的風險感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係（β = –.82, p < .001）。因此，

研究假設H5a和H5b得證。然而，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消極影

響的媒介關注與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益處感知沒有顯著相關

性，但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風險感知呈顯著正相關關係（β = .34,  

p < .001），因此，研究假設H6a不成立，H6b成立。

最後，針對O2-R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的感知益處與公眾支持推動該技術發展的意願呈顯著正相關關

係（β = .78, p < .001），但與公眾支持加強監管該技術的意願呈負相關

關係（β = –.08, p < .05），因此支持研究假設H7a和H7b。公眾對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術的感知風險與公眾支持推動該技術發展的意願呈負相關

關係（β = –.19, p < .001），與公眾支持加強監管該技術的意願呈正相關

關係（β = .74, p < .001）。因此，研究假設H8a和H8b得證。圖二展示

了研究模型的路徑係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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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O-S-O-R模型路徑係數圖

研究結論和討論

個體既有的心理取向會影響他們「對特定刺激的關注與忽視」的選

擇（Lee, 2017）。具體而言，公眾的技術樂觀主義程度與其對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正面影響的媒體關注度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這一

發現與之前技術準備指數的相關研究文獻一致，進一步強調了公眾對

技術的樂觀態度能夠引導其更多地關注技術的積極影響（Flavián et al., 

202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眾的技術樂觀主義程度與其對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術負面影響的媒體關注度之間沒有顯著相關性。在生成式

人工智能情境下，公眾對技術的不確定性認知較高，即使是技術樂觀

主義者，也可能出於資訊判斷和風險意識的考慮，仍關注一定程度的

負面資訊，這也與過往研究的結果保持一致，個體對資訊的選擇不僅

受態度驅動，也受情境複雜性和認知動機影響。當公眾面對政治或科

技等高度複雜、不確定性強的議題時，即使是具有傾向型信念的群

體，也可能不會完全避開與自身態度相悖的資訊，相反，他們仍保留

一定的風險認知與理性關注（Hart et al., 2009; Stroud, 2008）。此外，過

往研究亦表明，雖然技術樂觀主義者整體傾向於高估技術帶來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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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迴避風險資訊，特別是在缺乏經驗或

資訊高度複雜的情境中（Sharot, 2011）。因此，技術樂觀主義態度與負

面媒介資訊關注之間關係較為複雜，並不能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或正

相關，這可能反映的是一種「理性樂觀」的態度，即持正面信念但保持

一定程度的風險意識，這也解釋了二者無顯著相關性的結果。

公眾的技術創新性與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體關

注度成正相關關係。這一研究發現再次印證了技術準備指數研究中所

發現的技術創新性較高的個體更可能成為技術引領者和意見領袖

（Parasuraman, 2000）。根據Rogers（1995）的創新擴散理論，創新能力

強的人通常對新技術懷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接納意願，從而驅使他們主

動搜尋並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正面影響的媒介內容。但與研究

假設不同的是，公眾的技術創新性水準與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負

面影響的媒體關注度也呈正相關關係。這可能源於兩方面原因：其一， 

具備技術創新傾向的個體往往擁有更高水準的好奇心（Lin, 2004），這

會引導他們以更為全面的視角去關注技術資訊，包括那些探討技術負

面效應的內容；其二，經典創新擴散理論指出，技術創新性較高的個

體更容易覺察新情境並形成相應的風險判斷，進而更可能參與新技術

的早期採納。換言之，這類個體往往具有更高的風險容忍度，更願意

在不確定性情境中接受並嘗試新技術（Rogers, 1995）。因此，技術創新

性並不必然意味著對風險的忽視，相反，它可能伴隨更強的風險識別

與評估動機。有研究指出，具備較高技術創新特質的個體，在資訊行

為上呈現出高探索性與開放性特徵，他們不僅更傾向於關注新技術的

正面潛力，同時也更願意主動識別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形成相對

獨立的判斷（Wang & Lee, 2020），這一點在高複雜度、高爭議的新興科

技議題中尤為突出。

公眾的技術不適感與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或消極影響的

媒體關注度之間並未呈現出顯著的相關性，這與以往的研究發現存在

顯著差異。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相關研究指出，個體

在面對焦慮或不適時，並不總是採取逃避策略，也可能出於減輕不確

定性、尋求理解的動機而主動獲取更多資訊（Yang et al., 2014）。此外， 

根據學者Brashers（2001）的不確定性管理理論，個體有時也會被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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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性或威脅性的資訊吸引，而非簡單的資訊規避。因此，本研究發

現技術不適感與媒介關注之間未呈現顯著相關，可能並非反映出單一

的迴避機制，而是揭示了個體面對技術不適時，在資訊行為上的雙向

傾向：部分人選擇減少接觸，而另一部分人則出於求解動機保持甚至

增強了媒介關注。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技術不安全感與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術正面影響的媒體關注度呈負相關關係，而與其負面影響的媒體關注

度呈正相關關係。換言之，技術不安全感較高的個體更傾向於關注技

術的負面效應。根據認知失調理論，個體會選擇性地關注與其現有認

知相符的資訊，以減少與衝突信念相關的不適感（Festinger, 1957）。因

此，公眾的這一行為可視為在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正面敘述與自

我信念的矛盾時，試圖減輕認知失調的一種做法。此外，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本身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與倫理風險。相較於傳統資訊技

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訓練數據來源、生成機制與輸出可控性方

面更為複雜，其潛在的偏見放大、誤導性內容生成與濫用風險等問題

也引發了廣泛關注（Wach et al., 2023）。在此背景下，技術不安全感較

高的個體更可能對風險線索保持高度敏感，這與其對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術安全性與潛在風險的擔憂相吻合，這種擔憂進一步強化了這類人

群對負面影響內容的主動關注。

在探究媒介關注與公眾對風險與益處的感知之間的關係時，本研究

發現，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體關注度與其對該技術

所帶來的益處感知呈現正相關，而與其對風險的感知則表現出負相關。

此結論與框架效應研究的發現一致，即媒體報導的框架能顯著地塑造公

眾對新興技術的觀點。具體而言，關注積極框架的媒體內容會增強公

眾對各種新興技術的正面感知，而關注負面框架的媒體內容則更容易激

發負面感知（Brewer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負面影響的關注度與其對該技術的收益感知之間並未發現顯著的

聯繫。這表明個體在處理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的資訊時，可能

採用了更加精細化的資訊處理策略，從而即便關注到技術的負面影響，

也並不會直接導致其對技術所帶來的益處的感知降低。此外，對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術負面影響的媒介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個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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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方面的積極態度。因為根據風險資訊尋求與處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 RISP）（Griffin et al., 1999），

個體通常傾向於主動收集風險和負面資訊以減少不確定性，從而作出更

為明智和全面的決策。因此，個體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負面影響

的資訊，可能是為了全面評估技術所伴隨的風險，以實現更為有效的風

險管理，而並非單純地低估其益處。

最後，本研究的結果強調了公眾對技術的風險感知和益處感知在其

形成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態度中的核心作用。具體來說，公眾對於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感知益處與感知風險，均顯著影響了他們對該技術

發展與監管政策的支持立場。這一發現與之前關於公眾對新興技術態度

的研究結論一致。例如，學者Moon等人（2020）發現，公眾對於碳捕集

和儲存技術的收益及風險的認知，會顯著影響其對該技術的支持程度。

研究價值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通過拓展O-S-O-R模型，深入探討了公眾的既有技術取向如

何通過媒介關注度和對風險與益處的感知，最終影響他們對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術發展與監管的支持態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第一，

既有的O-S-O-R模型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政治、健康或環境傳播情境

（Liu et al., 2023; Lu, 2021; Yoo, 2013），關注媒體刺激如何影響公眾的政

治態度、風險認知或健康行為決策。相比之下，本研究將O-S-O-R理論

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這一新興技術議題，拓展了該模型的適用範圍，從

而回應了當前傳播學研究對新興技術社會影響的關注。第二，在理論

框架上，本研究將技術接受領域的TRI系統引入到傳播學的O-S-O-R模

型之中，作為前定向變數（O1）的心理特質測量。這一做法突破了以往 

O-S-O-R應用中O1變數多局限於價值觀、政治立場或人口學特徵的局

限（Chen, 2021; Liu et al., 2023），豐富了O-S-O-R模型在新技術態度研

究中的解釋力，也更深入地揭示了個體心理特質如何在態度形成過程中

發揮作用，凸顯了技術準備指數作為心理特質的解釋力。第三，在研

究對象與情境設計上，本研究聚焦於尚未親身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

但已有態度的人群，這一設計不同於大多數基於實際使用者的技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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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我們能夠更清晰地識別媒介影響與心理特質交互作用在態度形

成中的作用路徑，也拓展了技術準備指數在缺乏直接使用經驗情境下的

適用性。第四，本研究驗證了技術準備指數四維度對積極／消極媒介關

注的選擇性影響機制，揭示了媒介關注如何通過風險與收益感知間接影

響公眾的政策立場。這一分析框架可為未來的技術風險溝通和政策制

定提供可借鑒的實證路徑。

在應用價值層面，根據本研究關於公眾技術準備指數對其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術態度間接影響機制的發現，我們提出以下具體建議：首

先，媒介在進行相關資訊傳播時，應充分考量公眾在技術心理結構上

的差異性，針對不同心理傾向群體實施分眾傳播策略。對技術樂觀主

義與創新性傾向較高的公眾，可採用強化「技術賦能」或「未來願景」等

正向框架，以激發其探索動機與接受意願；而對於技術不適感或不安

全感水準較高者，傳播策略應更加注重緩解性與可信性。具體而言，

可通過引入如技術專家、監管部門等高可信度權威信源、使用圖解、

問答等通俗易懂的表達形式、展示如數據安全、倫理審核等現有的技

術監管與風險防範機制等方式，降低其風險感知的不確定性與不信任

感，增強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控性認知，從而緩解其態度抗拒。

其次，主流媒體與平台在技術報導中應該堅持資訊平衡原則。傳

播內容應在展示技術潛力的同時，同步呈現其社會倫理風險與治理路

徑，避免造成技術神話化或恐慌化，引導公眾形成基於理性判斷的態

度與意見。最後，政策制定者與科技企業應共同構建公眾溝通與引導

機制，依據個體技術準備狀態與資訊接觸偏好，設計分眾化的公眾傳

播模式。通過客觀、全面的內容呈現，幫助公眾作出更為理性、科學

的判斷與決策。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為一項橫斷面研究， 

本研究的結論僅限於變數間的相關性，無法確定因果聯繫，未來可採

用實驗法或縱向設計來檢驗因果。其次，研究關於媒介影響的測量主

要通過文字描述，導致測量效度和準確性的局限，未能充分反映公眾

對不同類型影響的媒介關注差異。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採用更多維度

的測量工具，以提高測量的準確性和效度，進一步揭示媒介對公眾態

度的複雜影響過程。鑒於問卷篇幅與樣本回收條件的限制，我們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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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納入更精細化的測量指標。未來研究可在現有框架基礎

上，更精確地區分資訊來源、資訊類型與資訊品質，從而更全面地揭

示媒體在公眾態度形成機制中的作用機制。同時，本研究通過引入TRI

豐富了O-S-O-R模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語境下的應用，但是該模型在

推廣於其他新興技術的態度研究時還應注意其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

的區別，從而提高該模型的適用度。最後，研究結果顯示，公眾對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影響的資訊關注度越高，對該技術的感知風險

就越低；然而，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消極影響的資訊並不一定會

導致感知益處的降低，因此，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探討在新技術採納過

程中，公眾如何處理與調和所接觸到的矛盾資訊，以及這種認知處理

過程如何塑造公眾對新興技術的整體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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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O-S-O-R模型變數的描述性統計 
與驗證性因數分析結果

潛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模型參數 
估計值 標準化 

因數載荷
CR AVE

Cronbach’s  
α

測量指標

技術樂觀主義 5 0.66

OPT1 .59

.70 .37 .69
OPT2 .54

OPT3 .68

OPT4 .6

技術創新性 5.6 1.03

INNO1 .76

.86 .56 .86

INNO2 .81

INNO3 .7

INNO4 .8

INNO5 .65

技術不適感 2.71 1.13

DISC1 .63

.85 .54 .85

DISC2 .69

DISC3 .8

DISC4 .8

DISC5 .74

技術不安全感 3.55 1.47

INSE1 .85

.89 .61 .88

INSE2 .76

INSE3 .8

INSE4 .84

INSE5 .65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積極影響的媒
介關注

5.56 0.97

MAP1 .71

.74 .5 .74MAP2 .68

MAP3 .71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消極影響的媒
介關注

4.05 1.6

MAN1 .84

.90 .76 .91MAN2 .88

MAN3 .89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的益處感知

6 0.68

POI1 .61

.75 .37 .75

POI2 .6

POI3 .62

POI4 .63

POI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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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模型參數 
估計值 標準化 

因數載荷
CR AVE

Cronbach’s  
α

測量指標

公眾對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術的風險感知

3.29 1.59

NEI1 .88

.94 .77 .95

NEI2 .91

NEI3 .85

NEI4 .9

NEI5 .84

公眾對推動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支
持意願

5.93 0.76

SUP1 .74

.75 .51 .81SUP2 .67

SUP3 .71

公眾對加強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監管的支
持意願

3.45 1.43

RES1 .85

.82 .61 .80RES2 .82

RES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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